及早应对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挑战

一、我国人口红利何时消失

（一）人口红利概念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当期的人口红利往往就是下一期的“负债”。

对于人口红利的计算，一种方法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由于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另外，更健康的人也更富有生产力，健康的作用不限于增强体力，更在于智力思维的开拓与使用。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

（二）中国的人口红利何时消失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一国的人口结构往往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程中，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总人口中青少年比例较高，社会抚养负担重；第二阶段，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社会抚养负担轻；第三阶段，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社会抚养负担变重。在第一阶段已过去而第三阶段尚未来临时，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就形成了“人口红利”。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保守来看，对人均产出贡献在15%以上；第二阶段是2000—2013年，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人口红利的贡献开始减少，直至消失；第三阶段是2013年—2050年，人口红利为负。

近10年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的时候，我们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但是，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那么，当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挑战呢？总体而言，就是“入不敷出”，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与“刚性支出上升”同时存在。

二、人口红利消失将会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一）人口红利消失直接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

过去10多年来，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使得政府有能力更直接参与经济发展，并在基础建设与社会福利方面加大开支。当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中国经济就开始减速，问题就出现了。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必然使得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开工的不足和竞争力的下降，迫使很多企业不得不迁往成本更低的、劳动力供给更为充足的国家和地区。当前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也很大程度与人口红利的消失相关。

而经济增速的下降带来财政收入的下降，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减速幅度越大，同时，政府收入也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现在政府开支的增长速度要大大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减速带来收入增长减速这一基本趋势仍旧没有改变。而更为重要的是，未来，政府开支并不能随之减速。尤其是人口老化浪潮的到来对社会开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的增加，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二）人口红利消失伴随抚养比的上升，增加经济下滑及诸多社会问题

人口抚养比是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中又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我国少儿人口抚养比从2012年的23.96%提高到2013年的24.36，老年抚养比从2012年的20.66%上升到2013年的21.58%社会总抚养比从2012年的44.62%上升到2013年45.94%。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很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计，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不断加速增长，到2020年底，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从2010的11.4%上涨至16.7%，增长了46.5%。如果人口政策在未来数十年不改变，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到2030年将达到23.8%、2050年将达到39%。
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会极大增加同期年轻人的负担，显然不利于整个社会资金的积累，甚至对于很多家庭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也不利于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和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开支将集中到孩子或者老人身上，劳动人群会压力很大。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抚养比不断升高，对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和社会稳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会带来重大影响。

（三）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导致财政收支的入不敷出

过去10多年来，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使得政府有能力更直接参与经济发展，并在基础建设与社会福利方面加大开支。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经济增速的下降带来财政收入的下降，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下降的幅度越大。但是，政府开支并不能随之减速，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浪潮的到来对社会开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财政收入的下降伴随财政支出的增加，必然会使得财政收支入不敷出。

（四）人口红利消失同时伴随“未富先老”加剧财政收支困境

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00年65岁以上人口占7%，即标志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期人均GDP都超过10000美元，而中国2000年人均GDP只有949美元，不到1000美元。2013年底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3%，而人均GDP还只有6767美元，显然属于“未富先老”的状况。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经济增长系统性下滑，其中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从联合国的标准来看，日本早在1970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日本和先进国家相比，老龄化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还不明显，但90年代“危机加重”，到21世纪就已进入老龄化的“国际最高区域”了。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10年”，而进入老龄化社会也被日本认为是造成“失去的10年”的一个原因。但是，日本人均GDP在1990年就达到31175美元，这意味日本人口老龄化面对的全部问题中国都将面临，而且还可能更为严重。

因为，中国现行养老金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不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制度“双轨制”并行，各地还有农民工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多项制度。而且，不同制度覆盖下的不同人群待遇千差万别，各地政策条块分割、界限不明，养老金制度碎片化问题严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资料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8.19亿人，覆盖率为79.7%，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计划是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最大的养老保险计划。目前我国还有两亿多人游离于养老保险制度之外，离人群全覆盖还有很大距离。2013年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交不起费而中断的有36043人，中断人数为近年来最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还不高，难以在省与省之间调剂。如果按省来计算，2013年有19个省的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收支缺口合计达到1702亿元，全国算账没有缺口，分省算账有缺口。而根据证监会预测，养老金真正大的危机来自于2033年左右，经过这个临界点之后，全社会养老金的缺口将是坠崖式的。2050年全社会一年的GDP正好贡献了养老金的缺口。因此，人口红利消失伴随的“未富先老”要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形成严重挑战。

三、针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应对措施

（一）更加注重教育、技术研发投入，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劳动力不足和短缺将困扰中国经济，因此政府要不断扩大公共教育投入规模，不断地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包括劳动者的文化素养、学习能力、技术水平、熟练程度、身心健康等方面，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对劳动力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只有促进中国劳动力素质和生产力的提高，使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从“以价取胜”的非熟练劳动力向“以量取胜”的熟练劳动力转变，才能使得各行各业在人口红利的消失后把握消费提升所带来的巨大市场。也只有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准备更多、更合格的、适应新的技术需要和新的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

（二）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我国依赖廉价劳动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传统人口红利下的中国经济结构突出特点是一、二产业比重太大，第三产业比重太小，而且第二产业内部产业层次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处于世界分工金字塔的最底部。另外，由于劳动者收入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消费占GDP的比重低。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改变由传统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其次要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再次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为主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三）充分发挥第二人口红利期作用

西方经济学家把“人口红利”是分作两个时期，第一红利期和第二红利期。第一期就是人口的比例两头轻，中间重，适龄劳动人口众多。整个社会的负担都不重，劳动力充足，并且负担很轻。第二人口红利期恰恰是随着老龄化社会一起到来的。随着大批劳动者开始进入退休年龄，人口会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是可能人们的退休时间会推后，工作年限会提高，第二是进入老龄生活的人增加，从而刺激资产的增加。因为退休者的养老金将发挥作用，除开政府或家庭为他们的养老提供保障，他们的个人积蓄也将进入投资和消费领域。不管是这些年老者的个人投资放在哪里，都会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

（经济预测部   邹士年）
